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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我国出台《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治理数字化助力强村善治，数字

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本文以西南地区279个县域为研究对象，分析

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对西南地区数字乡村治理水平的影响。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作为组织财政

能力的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作

为数字乡村治理水平的指标。回归结果表明，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乡村治理水平均呈显

著的正向关系，反映了组织财政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域，数字化乡村治理水平越高。根据

研究的结果，本文提出相对应的促进西南地区数字化乡村治理水平提升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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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2, China issued the State Counci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which clearly 
proposed that the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will help strengthen villages and good g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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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e, accelerate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rural livable and working, and rich far-
mers. This paper takes 279 counties in southwest China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financial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n the level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in 
southwest China. The general public budget expenditure is taken as the index of organizational 
financial capacity, the per capita GDP is taken as the index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dex and rural governance digital index are taken as the index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level.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financial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vel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reflecting that the stronger the organizational financial capacity and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im-
provement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level in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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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报告》，明确地指出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完

善数字经济治理能力为保证，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到 2025 年，数字经济迈向全方位扩展期，数

字化经济治理体系越来越完善，我们国家数字经济竞争实力和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展望 2035 年，数字

经济迈向繁荣成熟阶段，力争形成一致平等、运行规范、完善数字经济现代化的市场体系。提出乡村治

理数字化助力强村善治，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和智能化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进展中的广泛应用，包括农民现代化管理技

术的拔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展和转型进程[1]。总的可以看出，数字农业是利用数字经济理念，

依靠数据的技术创新发展农业农村进步内涵式发展、效率变革、发展方式转变，继而推动乡村智慧化、

多元化、绿色化，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一方面，乡村数字政府的动态化

一体化目标成效明显，数字政府的服务效率大大提升了；另一方面，智慧化城市进一步推进，大幅度提

升社会治理和乡村综合管理效益，展现乡村特色[2]。数字经济可被细分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

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四个部分，其中数字化治理包含多元化的治理，以数字经济 + 治理为重要特征的

技管融合，以及信息化公共服务等。伴随着大数字时代的来临，促进数字村庄治理成为新选择。从自主

治理理论上来看，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被国家政策的能力引导、被市场利益诉求的引导以及被农户致富

等核心目标的行为驱动力引导，需要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各地政府的具体政策以及农户自主的制度保障

还有村民自治的体系支撑，以依靠吸纳人才、资金进入、数字共享的资源供应，推动乡村生活、商务还

有农事的公共参与，促进公开、主观能动、及时的监督监管保证，最终提升数字乡村治理的绩效[3]。 
数字化治理在农村地区继续保持深入推进，以互联网、电子信息、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

技术推动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在重建治理过程、加速治理的常态化与高效化整体水平等层面都展现着关

键的作用[4]。数字乡村治理需要注入大量的资本，包括财政资金、人员、农村土地等，组织的财政能力

是数字乡村治理的中心动力。信息技术的推行和使用需注入大量的财政资本，由此看来组织财政能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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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影响数字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区域相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拥有了更

充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储备，更有能力为数字乡村信息配套设施建设提供源源不绝的资本和动力，更有

益于企业家精神确立，人才、创新、经费等资源引进还有合作网络产生，还得以降低了资源配置把控，

进一步提升数字乡村的治理效率[5]。 
本文以西南地区 279 个县域为研究对象，分析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对西南地区数字乡村治

理水平的影响。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作为组织财政能力的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

指标，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作为数字乡村治理水平的指标。回归结果表明，组织财

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乡村治理水平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反映了组织财政能力越强、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乡村治理水平越高。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对应的促进西南地区数字化乡村

治理水平提升的相关建议。 

2. 研究假设 

本文从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构建西南地区数字乡村治理水平研究模型。数字乡村

治理对各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直接影响较大，政府的重视度和政府的投入资金是会影响到数字乡村建设水

平的主要因素，由此看来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作为组织财政能力的要素；数字乡村治理水平既受到

社会大众需要的作用，也受当地经济增长环境和资源供给的作用，因此本文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作为

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组织财政能力。数字乡村治理需注入大量的资本，包括了财政资金、人员、农村土地等，组织的财

政能力是数字乡村治理的中心动力。信息技术的推行和使用需注入大量的财政资本，由此看来组织财政

能力成为了影响数字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已经有了研究证实政府的财政资本会对政府的信息建设起促

进作用。当政府的财政能力表现不足时，为基础需要人民的根本需要，资源会被越来越多地分配给基础

的共用性支出。当政府的财政能力强的时候，政府就有剩余的资本注入发展和信息科技领域中[6]。丰富

的财政投入有利于保留总体规划的连续性，进而有助于提升数字乡村治理完成投资的使用效益。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 1：组织财政能力越强的区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越高。 
经济发展水平。组织的监管决策行为受组织所处环境影响，因而数字乡村治理要放于实际的现实情

形下综合考虑。推动数字乡村治理，意味着要对乡村信息基建设施和数字环境建设进行持续性的巩固。

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区域相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拥有了更充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储备，更有能

力为数字乡村信息配套设施建设提供源源不绝的资本和动力，更有益于企业家精神确立，人才、创新、

经费等资源引进还有合作网络产生，还得以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把控，进而提升数字乡村治理效率[7]。基

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越高。 

3. 变量及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初步筛选出西南地区包括四川省、云南省、重庆市、贵州省(西藏自治区未对

县域数据作出公布，本文研究对象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共 479 个县域作为样本，然后对 479 个县域的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万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将部

分数据缺失较多的县域进行剔除，最终确定西南地区 279 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 
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西南地区包括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共 279 个县域数字

乡村治理水平(DVGL)。数字乡村治理对各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影响极大，政府的重视度和政府的投入资本

是影响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以数字基础设施指数(DI)、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DRG)
作为数字乡村治理水平的指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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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乡村指数(2018)》[8]。 
解释变量。本文解释变量为西南地区包括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共 279 个县域组织财政

能力(OFC)、经济发展水平(EL)。本文从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两方面，构建西南地区数字乡村治理水

平研究模型。数字乡村治理数字乡村建设对各县域的影响巨大，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投入资本是决定其成

败的关键因素。因此，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PE)是衡量政府财政能力的重要指标。数字乡村治理水平不仅

受到公众需求的影响，还受到当地经济环境和资源供给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这些因素，并提出

相应的解决方案。因此本文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PC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考虑到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万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等变量可能存在的非线性与异方差的问题，本文进行了相应的对数化

处理，从而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等变量的自然对数形式，将相应的变量

的原变量名称加一个前缀“ln_”。数据来源于《云南统计年鉴(2019)》《四川统计年鉴(2019)》《重庆统

计年鉴(2019)》以及《贵州统计年鉴(2019)》。 

4. 组织财政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乡村治理水平的影响分析 

(一) 组织财政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乡村治理水平的机制分析 
本文构建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与数字乡村治理水平之间的模型关系为： 

0 1 2DVGL OFC ELβ β β ε= + + +  

其中，β0 为回归常数，β1 与 β2 为回归系数，ε 是随机误差项，表示除解释变量外其他因素对数字乡村治

理水平的影响。 
(二) 描述性统计 
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见表 1，西南地区数各县域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标准差较大，说明数字乡村治理水平差距较大，西南地区数各县域数字乡村治理水平仍需大力提升。西

南地区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平均值为 343190 万元，标准差为 173218，反映了西南地区组织财政能力

差距较大。西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值为 34484 元，标准差为 16791，说明了西南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差距较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I 279 68.00 15.41 0 98.64 

DRG 279 40.60 16.40 6.843 96.90 

GPE 279 343,19 173,218 80,486 1.200e + 06 

GPCP 279 34,484 16,791 8,723 128,601 

Ln_GPE 279 12.63 0.492 11.30 14.00 

Ln_GPCP 279 10.34 0.464 9.074 11.76 

 
(三) 回归分析 
为反映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乡村治理水平的影响，本文分别用解释变量对数字基础

设施指数(DI)、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DRG)两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 
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的回归分析。计量模型一仅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

变量，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组织财政能力的变量构成模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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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dex by organizing financial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表 2. 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ln_GPCP 12.277*** 12.241*** 

 (5.81) (5.84) 
ln_GPE  1.056 

  (0.56) 
Constant −58.956*** −71.914** 

 (−2.70) (−2.09) 
Observations 279 279 

R-squared 0.134 0.135 
Ftest 1.74e-08 1.01e-07 
r2_a 0.131 0.129 

F 33.72 17.09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见表 2，模型一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数与数字基础设施指

数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

入组织财政能力的变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结果表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对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呈

不显著影响。综合表 2 的实证结果，本文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呈显著的正向关系，

组织财政能力对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呈不显著影响。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数字乡村治理水平越

高。因此，假设 2 成立。 
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的回归分析。计量模型三仅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的变量，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加入组织财政能力的变量构成模型四。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index of rural governance by organizational financial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
velopment level 
表 3. 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三 模型四 
ln_GPCP 15.356*** 15.122*** 

 (7.78) (8.05) 
ln_GPE  6.848*** 

  (4.01) 
Constant −118.205*** −202.258*** 

 (−5.88) (−6.68) 
Observations 279 279 

R-squared 0.185 0.227 
Ftest 0 0 
r2_a 0.182 0.221 

F 60.53 37.50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见表 3，模型三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数与乡村治理数字化

指数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

上加入组织财政能力的变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结果表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数、人均地区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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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数对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乡村治理数字化指

数。见表 3，本文认为，组织财政能力、地方经济发展能力等对村庄管理数字化指标均有明显的正关联。

说明在组织财政能力越强、社会经济发展能力越好的地方，数字村庄管理能力就越高。这些研究的一致

结果是，假设一和假定二都正确。但因为解释变量和不解释变量之间的正相关系数都不大于 0.5 (p < 0.01)，
且二者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所以本文检验的结果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现象。 

(四) 稳健性检验 
 

Table 4. Test results 1 
表 4. 检验结果 1 

变量 (1) (2) 
ln_GPCP 10.998*** 11.063*** 

 (4.48) (4.45) 
ln_GPE  1.111 

  (0.48) 
Constant −48.454* −63.093 

 (−1.92) (−1.43) 
Observations 206 206 

R-squared 0.117 0.118 
Ftest 1.24e-05 5.21e-05 
r2_a 0.112 0.109 

F 20.07 10.36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Table 5. Test results 2 
表 5. 检验结果 2 

变量 (1) (2) 
ln_GPCP 13.269*** 13.729*** 

 (6.26) (6.68) 
ln_GPE  7.872*** 

  (4.27) 
Constant −100.105*** −203.792*** 

 (−4.67) (−5.96) 
Observations 206 206 

R-squared 0.183 0.245 
Ftest 2.29e-09 5.45e-11 
r2_a 0.179 0.238 

F 39.13 26.61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本文采用调整样本数量的方法来检验模型稳健性。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减少贵州省、重庆市等研

究对象的样本数据，将包括四川省、云南省在内的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最终确定四川省、云南省的 205 个县域作为研究样

本再次进行相同的回归，从而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综合和的实证结果，见表 4 和表 5，本文发现，在调整

样本数量的条件下，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仍对数字乡村治理水平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再次

验证了组织财政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数字乡村治理水平越高的假设，假设 1 与假设 2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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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对策 

(一) 结论 
首先，本文以西南地区 279 个县域为研究对象，分析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对西南地区数字

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影响。数字化乡村治理对各城乡数字乡村建设作用较大，政府的重视度和政府的投入

资金是直接影响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以数字基础设施指数(DI)、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DRG)作为数字乡村治理水平的指标。从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两方面，构建西南地区数字乡村治理

水平研究模型。 
其次，综合表 3 和表 4 的实证结果，本文发现，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治理数字化指

数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映了组织财政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数字乡村的治理水平

越高。上述发现的共同结论是，假设 1 与假设 2 成立。 
最后，本文采用调整样本数量的方法来检验模型稳健性。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去掉包括贵州省、

重庆市在内的 74 个县域的样本数据，将包括四川省、云南省在内的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元)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最终确定四川省、云南省的 205
个县域作为研究样本再次进行相同的回归，从而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表明，在调整样本数量的条件

下，组织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仍对数字乡村治理水平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再次验证在组织财政

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数字乡村的治理水平越高的假设，假设 1 与假设 2 成立。 
(二) 对策 
第一，强化领导者是数字化乡村治理的核心。在领导的机制上，要逐步建立省、市、县三级数字农

村建设机制，明晰不同层次的权责范畴，设立市县域数字农村建设领导人员小组，统筹推进县域内数字

农村的资本计划、资源的整合、方案制定等各项工作，环绕“建什么、要如何建”的核心问题，预可行

性研究横贯式的内部连接、横向协同、部门联动的实践措施。中央政府要做好数字化乡村建设总体规划，

加强能力、机制的完备和改进，加快建设乡镇农村基础设施，构筑育才引才用才政策的体系，为中小微

企业、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跨进树立良好的市场环境，构建数字化乡村建设政产学研共同体建设[9]。
县区人民政府应牢牢地围绕自己的弱点、优点，持续深入筹划本区县数字化乡村建设项目，强化督促落

实，更进一步持续加大有关计划的构建。 
第二，经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公众参与的相互合作，明晰多元化主体的功能定位。加强数字乡

村治理的试点工作实践。目前，数字乡村试点工作已在我国逐步开展，后期需更进一步建立试点评估、

实时监测和退出机制，对试点项目效果、试点项目过程、试点项目机理，陆续拓展形成一致的数字乡村

治理的标准框架与实践体系。归纳划分农业农村数据规范，进一步的完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数据基础

的资源的采集、治理以及数据治理的法则条规水平；踊跃参与构建平台资源的整合的模式和管理与监督

机制；借助国家农村大数据平台大大加快涉农数据全面开放和有效利用，推动政府的部门间、政府与中

小企业间、政府与全社会之间信息资源的良好协作。 
第三，地方政府应该不断优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拉近城乡间、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建成更优质的

网络环境，让公众更多地体验到信息化创造带来的红利。从单一化管理向多样化协同建设改动，注重协

同力量，培育共同主体的主人公的意识，全方位合力鼓动乡村现代化建设发展。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数字

化转型，进一步的大力完善乡村网络的信息基础建设，构筑乡村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网络，促进资源配套

设施智能化改造，加大推动农村地区水电基础设施、农牧业生产有关基础设施的数据化、智能化转型。 
第四，借助大数据平台，加大村民自治的参与力度，降低参与农村治理的门槛。经过快捷的数字化

途径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参与，重塑了传统的农村治理体系，搭建农村全方位智能化应用的场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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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数据的全面汇集，进而促进政府治理的重心和治理的力量下沉基层，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农村治理能

力智能化的水平提高。推进便民服务数字化和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从而带动乡村治理水平的强化，利

用全方位智能化的生活场景的构建，极大的促进治理水平的提高，构建起集生产生活现代化和治理智慧

于一体的智慧化农村，深入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做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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